
如
果歷史家無法對重大的事件作蓋棺論定，那麼研究歷史究

竟是為了什麼？歷史研究還有意義嗎？這是我在上一次的

文章（第108期，2016/11）提出的問題。我簡短地回答說歷史學

家對歷史事件提出許多的不同解釋，對錯與否就看「意見的自由

市場」來決定。所謂「意見的自由市場」，知道它的意思的人恐

怕不是很多，因為這個用詞在臺灣並不是很流行。不過從字面上

看，大概可以猜到是什麼意思。

以下我想從它來探討客觀歷史的想法與它的關係，同時提出

我的看法：「蓋棺論定」是無法實現的想法。在進入主題之前，

我必須請讀者有所警覺，用學者研究的態度，抱持寬容的心境，

來一同思考這個問題。如果無法接受思想的衝擊，那麼就恐怕對

我的說法無法同情，更難以做出同理的探索。

首先從「意見的自由市場」這句話說起。因為它有「市場」

兩個字，因此我想一定會有很多人以為應該是研究經濟貨貿易的

人說的。這樣的猜測並不算太錯。經濟學的開山祖師亞當斯密

（Adam Smith, 1723-1790）常常提到市場自由的問題，並且主張

政府越少干預市場的運作越好，因此他應該是贊成維護「自由市

場」的人。是的，亞當斯密的確是「自由市場」的捍衛者。

不過亞當斯密並不是一個法學家或是政治家，因此他不曾

提出“意見的自由市場”這個觀念。第一個用這個市場比喻的

是上個世紀初美國最高法院的名法官賀爾姆斯（Oliver Wendell 

Holms, Jr., 1841-1935）。他把觀念當作是市場的貨物，應該由市

場力量來決定它的價值。在他之後，美國最高法院一再有法官提

出相同的見解。

文‧圖／李弘祺

意見的自由市場

漢代的桓譚主張政策推行要

由民意來決定。採自臺灣

WiKi（http://www.twwiki.com/
wiki/%E6%A1%93%E8%AD%9A）

美國最高法院法官賀爾姆斯認

為觀念是市場的貨物，應該由

市場力量來決定其價值。

亞當斯密是「自由市場」的捍

衛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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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過，當然，正如我在上一篇文章說的，由輿論來做公評，或認為

用市場的力量來評價意見的這種想法在世界史上經常出現，中國歷史也

是如此。例如我引用的漢代的桓譚（元前43-公元28）就是一個例子。事

實上，早過孔子的子產更明確主張要由人民（輿論）來決定政策是否可

行。就這一點言之，東亞各國的政治哲學實在遠遠勝過西方依靠上帝，

《聖經》，或積極法的構想。當然，桓譚並不是意見應該可以自由發

表，而只是說儒家的思想也應該與其他的思想一樣放在市場上讓人民取

捨。就這一點言之，他與賀爾姆斯的看法十分相近。

桓譚生在西漢末東漢初，當時政府已經獨尊儒家，因此他這種態度

就被批評，使他的歷史地位不高。其實他的思想很多都很進步，但是他

提倡法家，又對很多看似無用的知識有興趣，所以被排斥。然而，他這

種市場論，的確非常意外。

在西方，提出接近「意見的自由市場」說法的，一般認為是寫《失

樂園》的密爾頓（John Milton, 1608-1674）。他在1644年出版了《論出版

自由》（Areopagitica）一書，主張出版報紙不需經過審批。這篇文字影

響很大，是近代世界言論自由的基石。順便說一下，Areopagitica一詞源

自古雅典Areopagus，是雅典法官辦案的地方。對基督教熟悉的人，會知

道這就是保羅向雅典人挑戰希臘宗教及哲學思想的地方（參看《使徒行

傳》17章）。

1689年，洛克（John Locke, 1632-1704）踵續密爾頓的關心，發表了

《論寬容書簡》，提倡宗教寬容的重要性。其後，亞當斯密則於1776年

發表了更為有名的《國富論》。這本書不是專論言論自由，或寬容的作

品，但是顯然的，自由或放任態度（laissez faire）是他們共同關心的課

洛克《論寬容書簡》書影。

密爾頓與他的《論出版自由》書

影。

彌兒《論自由》書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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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，認為是建設一個公義幸福社會的基礎信念。

到了19世紀，這種寬容及自由的觀念已經蔚然成風，我

們可以說英國思想家對近代價值最大的貢獻就是對自由的

討論和闡述。彌兒（John Stuart Mill, 1806-1873）是這方

面最重要的領袖。他的名著就是《論自由》（出版於1854

年）。這本書影響深遠，甚至於孫中山都在《三民主義》引

用到它。當然，彌兒固然標榜自由，但是已經注意到「多數的

暴政」的問題。自由的理論到了這時已經登峰造極。這裡也順便

說一下：彌兒自己說他的意見受到夫人（Harriet Tylor Mill, 1807-1858）很多的啟迪和

影響。

彌兒的書在英語世界廣為流傳，因此賀爾姆斯一定讀過它。他主張把意見放在一

個公開的「市場」裡任人選取，這是賡續亞當斯密的說法，相信好的意見在競爭中自

然會脫穎而出，而為多數人所接受。賀爾姆斯這樣的看法不僅長年影響了美國法院對

言論自由的看法，而且也往往被知識界接受作為寬容思想及意見自由的基本原則。

當然，學術研究的目的就是求到正確可靠的答案。理工的學問固然如此，就是

人文社會的學問也應當如此。因此不會有人說把研究的成果或結論當作是一種「意

見」，可以放在市場上面由人取捨，接受人家不贊成的就是不對的說法。那麼，什麼

意見或觀念才可以用市場機制來決定它們的是非呢？一般來說，大概多是有關政府的

財經、社會政策。它們常常需要反覆辯論，有時更難免產生爭執。有了爭執，就會出

現彎曲或抹黑對方說法的情形。只要這些彎曲或抹黑的說法流於口頭的層面，那麼美

國的法院大致都會認為這是「意見的自由市場」中正常的現象，拒絕制止這一類的發

言。相同的，大家都知道，美國要告任何人誹謗非常困難，特別是要作家把他們寫的

名人的傳記收回，那更是難上加難。這就是「意見的自由市場」的真諦。

從這裡就可以想像美國人會如何對待與傳記非常相似的歷史作品。寫來供一般讀

者看的歷史作品，那當然應該會受到保障，由社會公評，好壞自在人心。就是嚴謹的

歷史作品，其實最後能決定它的優劣的，除了其他歷史學家的驗證之外，最後也還是

市場的反應。當然，美國歷史學界有各樣的機制，例如論文的寫作的格式，書評，同

彌兒夫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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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的口碑等等。這些都會影響一本歷史著作的地位。但是如果我們把這些專業機制也當作是

一種公平開放的市場運作，那麼，顯然地，這樣的市場就是最後的裁判者。

在不自由的社會，政府或有權勢的統治階層會用各樣的手段來影響歷史的研究、解釋、

寫作和出版。事實上，他們甚至能影響乃至於決定人們吃什麼，所以影響歷史寫作，非常容

易。我在＜蓋棺論定＞一文中已經指出來。所以說，一個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的最終解釋，

非常不容易，而且受到政治力量很大的影響。

既然歷史研究的成果很難得到世人一致的同意，而歷史學者現在也承認要取得歷史的終

極真相幾乎是不可能，那麼歷史的真相就只能經常存疑，留待後世的繼續追求。但是眾說

紛紜，無所適從，畢竟也不是辦法。所以我提出「意見的自由市場」來處理這個暫時性的煩

惱。我覺得它的好處就是維護歷史學者，使他們不受外來不當力量的干涉，並且在自由的學

術市場裡公平競爭，以便至少可以產生暫時的勝利者。

歷史學者當然不會接受說這是決定真相（真實）的方法。我也不這麼想。不過在所謂

「後現代」的今天，既然大家都承認歷史真相不容易得到，那麼市場就成了相對比較可靠的

決定勝負的場域。至於歷史學本身的研究方法及遊戲規則又該如何呢？這個我只能說，歷史

學問的種種規範也都還在不斷地演進，它們會繼續與自由市場並存，相互激勵及競爭。用一

句老話來說：真理越辯越明。有一天，真理終會向我們顯現，讓我們看清楚一切。我們何等

期待這麼一天的來臨。不過，在真理通透顯露之前，用民主的原則保障的公平競爭應該是最

有效而最能讓人信服的機制和方法。

李弘祺小檔案

歷史系畢業（1968），當完兵後就到耶魯大學攻讀歷史學博士，並於 1974 年開始在

香港中文大學任教。1991 年，轉到美國紐約市立大學任教，於該校榮退。2007 年回

到臺灣，在交通大學負責通識教育的工作，並出任該校的人文社會學院院長，同時也

創立該校的人文社會研究中心。2011 年起應聘到清華大學擔任講座教授。

李教授長年研究傳統中國教育史，著有《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》及《學以為己：傳統

中國的教育》（兩書都同時有中、英文版），以及其他中英文著作，內容涵蓋中西文

明之交流與比較，史學之本質與目的等課題，是一個典型的讀書人。李教授曾多次回

國在本校擔任客座教授及講座教授等職，也是東亞文明中心的首任主任。在香港及紐

約時熱心參加校友會的活動，1992 年後曾任大紐約區臺大校友會理事多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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